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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本文旨在通过对西方经济学实验方法的起源、历史和现状，进行文献综述并评论自西方经济学实验方法出现以来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尤其对实验实验方法在经济学理论和实证研究中的优劣长短进行评述，并在此基础上指出经济学实验研究可能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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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经济学的实验研究在西方经济学界已经有比较长的历史，从十八世纪三十年代初现端倪，具体是以1738年的圣·彼得堡悖论的出现作为标志。以后经过较长时间的沉寂，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复兴，具体是以三大理论流派，即“个人选择理论（Individual Choice）”、“搏奕论假设(Game Theoretic Hypotheses)”、“产业组织理论(Industrial Organization)”的出现为标志。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蓬勃发展，直至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蔚然成风。迄今为止，实验方法已成为西方经济学研究中，不同经济学流派和学者所共同关心和应用的一种通用的研究手段。

本文将着重于梳理西方经济学的实验方法的应用，以及实验方法对于经济学研究的优劣。此外，对我国如何开展西方实验经济学的研究以及如何建立我国自己的实验经济学方法的探索，我还必须指出两点：

首先，实验并非指某种事实的总和，正如在计量经济学中那样，实验被认为是一种调查研究的方法。确切地说，计量经济学是有关数据如何分析的经济学流派，而实验经济学是有关数据如何搜集，并采用计量经济学数据分析工具进行经济学研究的流派。

其次，本文所试图说明的是在实验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中，主要关注的并不是实验怎么做的问题，而是在于实验如何在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成为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方法。

目前，国际学术界的大量的研究文章，以一种累积的方式提供着近似复制的实验证据。在一些国际一流的学术刊物上，实验数据频繁出现，并提供了以实验结果为依据的大量论证过程，未做实验的经济学家也对其加以引用。简而言之，现在，对我国经济学研究理论领域而言，既是进行实验经济学研究的好时机，又是利用实验经济学成果的好时机。

本文的的基本研究框架大致如下：第一节导言；第二节介绍西方实验经济学的发展历史及主要研究文献；第三节介绍西方运用实验方法研究的主要经济理论；第四节介绍西方运用实验方法已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第五节是本人对经济学实验方法的述评；第六节全文小结。
二、西方经济学运用实验方法研究的主要理论

实验方法从一种偶尔为之的研究方法，变成研究经济现象的通用手段，是最近二十来年的事情。要正确地观察和掌握在经济学领域形形色色的实验研究，了解一下与经济学主要理论相关的实验结果是十分必要了。总的来说，从整个西方实验经济学发展脉络来看，运用实验方法研究的主要理论领域有如下一些方面。

(一)个人选择理论

正如肇始于丹尼尔·伯努利的“圣·彼德堡”悖论以伯努利基数效用极大原理取代货币价值期望值最大原理，阿莱悖论促使人们在伯努利方程中加入了代表风险偏好的特殊项，以说明整个基数效用的分布。直到1979年卡内曼（Kahneman）和妥佛斯基（Tversky）提出展望理论及行为金融学派的发展为主线。有关个人选择理论的实验研究紧紧围绕着的，就是对期望效用理论的不断修正，并寻求一个能准确描述不确定性条件下个人选择的理论模型。

（二）博弈论（对策论）
包含二大块内容，一是议价行为理论，二是囚犯困境理论。议价行为理论的实验模型肇始于1950年约翰·纳什所采用的那种补充模型——一种抽象地关注结果的模型，在合作模型理论和更详细的对策模型理论中，特别是在非合作模型理论中，这种方法都极大地影响了博奕理论本身。有关议价行为理论的实验研究从根本上来说是对纳什理论的验证和修正。最早的博奕理论实验是 1950 美尔文•爵烁（ Melvin Dresher ）和莫芮尔· 弗莱德（ Merrill  Flood）进行的。他们首次介绍了后来被称为“囚犯困境” （囚犯的困境）的实验。他们证明，即便在一个均衡的博奕里，所观察到的行为也是与博奕理论所预测的相反。但是，这些实验同时也证实了博奕理论的一个预测，即对个人行为的刺激，在某些情况下可能给合作博奕带来相当的难度。相一致。就有关囚犯困境的实验来说，许多实验者的兴趣，已经从一次性实验转向重复性实验。结果，这使关于重复性实验的理论也得到了很大发展。
（三）公共产品供应的搭便车现象研究

公共产品供应的搭便车问题是因十九世纪经济学家就是否根据每一个公民从公共产品中获得的利益而对这些公共产品征税的争议而出名的。第一个明确提出公共产品搭便车现象的，是瑞典经济学家科那特·威克塞尔 (Knut Wicksell) 在其十八世纪后期的一篇论文中提出的。他通过提出决定公共项目的机制是重要的这一论点开辟了随后理论研究的方向上的先河。由于即便是在自愿贡献的前提下，也会形成或多或少的公共产品。争论的焦点就转换为估计搭便车现象的严重程度，以及什么情况或机制可以改善它。因此一段时间的研究集中在如何解决搭便车现象，而对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及支持其的真实数据质量的质疑也曾被提出。因为搜集真实数据是相当困难的，例如已经形成的公共产品数量是如何地接近最优数量这类数据。这个问题为实验室实验提供了机会。此外，因为一些为解决或改善搭便车现象而提出的手段在现实环境中并没有对照物，除了实验一些代表其自身的问题就不能提出。总之，有关于公共产品搭便车现象实验起源于对不同种类公共产品的单一决定问题的研究，这些实验经常没有或很少能观察到搭便车现象。随之的实验采用假设的公共产品，由此而使实验更易于控制。这些实验开始探寻搭便车现象的程度，以及决策机制和环境的差异。
（四）合作问题研究

对博奕者而言，在一个有着多重均衡的博奕中，或者说在这类环境下的均衡理论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在特定的均衡水平上合作。这个问题在宏观经济学的理性预期理论中最为明显，要想达到均衡，博奕者对未来的期望必须是合作。实验经济学家关于理性预期理论进行了不少的实验研究。事实上，即便在相当简单的环境中仍然存在着合作问题。在一个有着多重均衡的博奕中，博奕者所面临的合作问题为我们研究均衡过程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视角。因为博奕者们明显在多时段博奕中，不断地学习、积累以前时段博奕经验，诉求于学习和适应模型来解释实验所观察到的现象和结果，就相当自然了解了。更一般地说，合作博奕实验已经表明，许多传统经济理论认为无关紧要的因素，如严格的最劣策略的存在，可能对博奕结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那些许多传统模型认为相当重要的因素，如帕累托控制却不能克服其他对实验可能观察到的均衡结果的影响；

（五）产业组织和市场均衡理论

有关市场组织的实验，早期由张伯仑在1948年的实验对现代实验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大多数早期的经济学实验工作目的在于对产业组织有关问题的研究，如竞争、串通和市场效率。当前博奕理论在产业组织中的运用是实验研究的一大趋势。第一，有关贸易制度的实验研究。对贸易与市场表现的关系进行分类，是实验经济学的一大贡献。在做实验之前，有关实验主体选择的确切性质和计时问题等选择必须做出。例如，论证出价，以什么顺序出价，折扣能否提供、在何时提供，以及是否允许交流信息。尽管产业组织文献很少讨论贸易制度规则，从表面上看，市场制度及其微小变化都会对博奕理论预测和可观察到的实验主体的行为产生较大的影响。为此，制度设计问题就成为许多实验研究的核心。粗略地说，与双重拍卖一样，早期的明码标价市场也产生了与竞争预测相一致的结果。事实上，实验研究者们注意到了明码标价市场与拍卖市场的明显区别。尤其是，当销售者明示供应价格时，均衡价格趋向于低于竞争均衡价格。而当购买者明示购买价格时，均衡价格趋向于高于竞争均衡价格。同时，明码标价市场均衡价格的收敛速度要低于史密斯1964年的单边拍卖和双重拍卖市场。因此，基于“拿不拿随你”态度的出价能力对市场中出价一方有利。总之，明码标价供应制度似乎更有利于垄断力量发挥作用，尽管策略购买者的抑制和成本曲线的不连续性质经常阻碍垄断力量的发掘。同时，垄断力量的发挥也因设计经验、成本条件的稳定或下降而加强。而双重拍卖制度组织的市场比其他贸易制度下的市场向均衡结果收敛的速度更快、更可靠。为此，双重拍卖制度已作为与其他贸易的标准对照物而进行研究了。
（六）拍卖理论

根据投标人在作出决策时所面临的不确定性的种类，对拍卖的经济分析分为二大理论模型。一是私人价值拍卖。其中，投标者确定地知道自己对拍卖商品的估价，其不确定性在于每一个投标者的估价。每一个投标者的估价不能被其他投标者直接观察到。这种不确定性与其出价决策是相关的，因为其他人的估价决定了他们将会开出的最高价。二是公共价值拍卖。其中，拍卖商品的价值对所有投标者都是相同的，但是不同的投标者对拍卖商品的真正价值拥有不同的信息。例如在海上石油开采租赁权拍卖中，这一石油开采点的价值取决于可开采石油的数量、质量及其开采便利性。假设在所有投标者的拍卖成本相等的情况下，这一石油开采点的价值对所有投标者都是相同的。但是对某一投标人来说，同时有多少投标者竞标是未知的。如果投标者在出价前对这一石油开采点的估价是不完全的，这些投标者的估价就是相关的。自1961年维克里（Vickrey）第一个用博奕公式解决了独立私人价值拍卖模型。对拍卖理论的实验研究主要目的在于1，验证一些理论结论。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个实验研究结果是，明显的荷兰式拍卖中的出价接近风险中立理论预测，而第一价格密封式拍卖中的出价则高于理论预测的趋势。
在第一价格密封式拍卖中出价对理论预测价格的正的背离，是与风险规避一致的。众所周知，一个风险规避的投标者倾向于提高出价以降低失去拍品的风险。
对于实验所观察到出价所达到的高和程度，风险规避可以为其提供一个解释。事实上，在第一价格密封式拍卖和荷兰式拍卖中所观察到的成交价格的差异至今还是一个谜。

三、经济学实验方法述评

（一）经济学实验方法的优点

实验方法的主要优点，在于其具有可重复性和可控制性的特征。

可重复性意味着允许其他研究者通过新的实验来独立地验证以往的实验结论。
 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缺乏可重复性经常是非实验观察所面临的一个问题。因为其得到的数据是在一个特定的非重复的时间和空间环境中自然发生过程中获取的，而与此同时另外一些不能被观察的因素却总是在变化。对经济学而言，这个问题是相当复杂的。因为收集和独立地验证经济数据是相当困难的，成本极高。此外，经济学界对于数据的采集过程也常常持怀疑态度，因为这些数据并不是经济学家为了特定的研究目的而采集，而是由政府雇员或商人为了其他目的而统计得出的。为此，要验证这些数据的准确性就相当困难。
 从根本上说，从自然市场可以采集到更好的数据。这一假说更要求经济学家在这一领域做出较大改进。但是相对而言成本更低、更具有独立性的实验调查的重复性，反过来又激发了经济学家更细致地采集相关数据的职业动力。

可控制性是指处理实验条件，使观察到的行为能被更好地用于评估可选择的理论和政策的能力。自然市场在不同程度上都被证明缺乏控制。有时候某些突出的数据在原则上存在，但实际上要么没有采集到，要么其精确度不足以在不同的理论中作出选择。还有一些情况下，相关数据不能被采集到，仅仅是因为不能得到与理论假设相匹配的经济环境。在许多经济学研究领域中，缺乏对自然过程的控制带来了尖锐的数据问题。例如，就个人选择理论而言，我们看到许多令人惊异的，发生在实验室内外个人所面对直接检验期望效用理论规律问题的例子。同样的，采用自然市场数据也经常很难推导出博奕理论预测。许多博奕理论模型都表现出了均衡微电子技术性，博奕理论家经常通过排除一些其微妙的其所谓非理性均衡，来缩小结果的范围。所谓微妙因素，诸如有关会偶然地发生什么的信念的性质问题，而在博奕的均衡发展中这个问题是从来没有认识到的，即所谓的偏离均衡路径的信念。应该说，不通过实验方法采集实验数据，这些都是难以解决的。

在经济学中经常缺乏对足以验证非古典价格理论基本预测的自然市场数据足够的控制。例如其最简单的预测，市场总会产生有效的竞争价格和数量。对这一预测的评估，在给定的需求曲线和供应曲线条件下，需要得到价格、数量和市场效率数据。但是供给和需求都不可能直接就是观察到的市场数据。有时成本数据可能被用来估计供应，但是基于大多数市场的复杂性，经济学家就对某些参数进行简化，如记录线性化或产品同质化。应该说，这些做法都是违背了自然市场运行规律，在一定的不可知的程度上。
需求就更难以观察了，因为我们找不到消费者成本数据的类似物。

尽管计量经济学方法可能根据交换价格数据来估计市场供给和需求曲线。典型的这个估计过程依赖于这个交换价格总是接近于均衡价格这一假设的。令需求不变，用改变供给来定义需求；反之，则定义供给。假定市场是均衡的，要估计供给和需求是可能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对非均衡作出特别的规定就非常必要了。不管在上述哪一种情况下，试图在一个供给和需求都是基于有关市场是否均衡以及市场如何均衡假设的市场中评估均衡倾向，都是令人生疑的。

这样，用自然数据来检验市场预测就意味着要检验一系列更为复杂的主要的和辅助的假设。除非辅助的假设是有效的，对主要假设的检验几乎没有提供无可争辩的信息。一方面，否定的实验结论并不允许就此抛弃一个理论。如果辅助的假设是错误的，即使一个理论是真实有效的，某些看似与理论包含的意思相悖的证据也可能会出现。另一方面，具有说服力的证据也可能使人误解。因为检验即使没有错误的推导也会产生正确的结论。主要的假设可能没有解释力，但是，辅助假设却可能本身是错误的，而结果却可以推导出有说服力的数据。

实验方法允许我们在检验一个主要理论的时候，尽可能多地减少辅助假设的数量。例如运用张伯仑和史密斯介绍的成本与价值推导过程来验证一个产生竞争价格和数量预测时，完全可以抛弃在自然市场估计竞争价格预测时所必需的曲线形状和产品同质化假设。通过创造一个被实验研究者完全理解的可控的实验环境，实验方法可用以提供对理论最基本的检验。如果理论在可控的目标明确的实验室条件下不能发挥作用，那么对其最显著的疑问就是，它是否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发挥作用。

（二）经济学实验方法的局限性

虽然实验方法具有以上作用，但经济学界对其价值也还存在着一定的争议，主要是：

第一，由于经济学实验大多数使用大学校园里的学生作为实验参加者，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作出相关决策的经济人要老练得多。对于某些实验来说，这个批评更重要一点，如对市场贸易研究。而在诸如研究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实验中，这种批评就显得无关紧要了。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实验经济学与批评者的争论焦点并不在于实验的有效性，而是实验主体的选择问题。如果相关市场经济主体的思维方式与在校学生不同的话，实验主体的选择就会反映出这个差异。引人注目的是，采用自然的相关市场的经济主体的决策行为在一系列不同的实验过程中得到了观察。如1989年戴俄（Dyer），卡格尔（Kagel）和列维（Levin），1988年史密斯（Smith），修洽耐克（Suchanek）和威廉斯（Williams），美斯特曼（Mestelman）和菲尼（Feeny），德龚（DeJong et.al）的实验。这些决策者的决策行为与学生主体的决策行为并没有太大差异。如1988年史密斯（Smith），修洽耐克（Suchanek）和威廉斯（Williams）的实验就在实验资产市场中观察到了价格泡沫和冲突，不管是学生还是商业和职业人士作为实验主体的实验结果都是如此。

第二，对经济学方法的保留意见在于，经济学家所感兴趣的市场是复杂的，而实验环境却是相对简单的。事实上，理论也面临着这个抗议。假定在简单的实验室装备条件下，一个理论的表现是不能推广到复杂的自然环境下的。如果事实确实如此，而且如果实验是以完全与相关经济理论一致的方式来设计的，那么或许理论已经忽略了某些潜在的重要的经济学特征。另一方面，如果理论在简单的实验环境下不能发挥作用的话，我们几乎不能指望它在更复杂的自然环境中发挥作用。
 我们应该认识到实验方法并非万能。有关实验设计、管理和解释要求持续的详尽研究，例如，尽管有关实验主体选择和环境简单化的争议不等于说我们应该就此完全放弃实验方法。但是这个意见却又是具有代表性的。即使已经得到的证据表明采用相关的专业人员并不总是影响其实验表现，许多研究却暗示我们实验表现随着实验参与人的能力而变动的事实。如1991年戴维斯（Davis）和霍尔特（Holt）采用的在校大学生实验，或波尔（Ball）和塞切（Sech）采用研究生代替在校大学生的实验，就显示出不同的实验效果。为此，选择特定的实验主体对某些研究来说可能是相当重要的。同样的，如果我们想采用实验方法对自然市场的表现发表意见的话，实验市场的相对简单性就是一个重大缺陷了。一般来说，经济学家相当地认识到为了吸引那些对政策相关研究感兴趣的代理人的资金，过分吹嘘研究结果的压力。而实验经济学家则毫无疑义地免除了这种压力。例如，对于实验经济学家来说，通过给可选择的决策贴上吸引人的标签，以博奕理论均衡来定义相关政策的特征，不要太容易哦。但是现实地说，没有一种囚犯困境实验的变形能够提供足够的新的有关产业政策的信息，而无论其决策是如何地被标记的。

第三，建立和控制实验环境的技术困难构成了一个有效实验的重要障碍。当实验的目的在于得到有关个人偏好的信息时，这个问题就愈加突出了。例如许多宏观政策的有效性依赖于对交互的暂时性交易的认知。人们今天的税收削减必然会带来日后的增加，或许是几十年以后呢？经济主体关心后代会发生什么事吗？经济主体有遗赠动机吗？尽管这些都是明显的行为问题，它们却很难在实验中得以辨认。大多数人可能仅仅认为遗赠是其晚年应该重视的问题，而根据在其他时间的有关预期行为作出的反应，可能是蹩脚的预测。尽管实验方案被精心地设计以提出得到的实验结果，可能我们可以公正地说相对于他们的动机而言，实验经济学家对偏好的推导并不满意。此外，关于在实验室中诱导一些经济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技术上是否可能的问题，还存在着正在不断发展中的问题。例如无限的程度和风险规避。

总之，经济学实验方法的优点是显著的，事实上，实验方法是补充而不是替代了其他经验化的技术。此外，我们也并不应该过分地指望从实验中得到更多。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保持创新的原动力，而不是将实验方法滥用于所有在经济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和模型中。

由此，我认为，纵观经济学实验研究，其存在的不足之处也是明显的，主要表现为两点：

首先,就实验方法所覆盖的研究领域而言，本人认为存在一大一小二个空白点。确切地说，这两个空白点都出现在拍卖理论中。大的空白点是，实验经济学家比较了不同拍卖制度下投标者收益的大小，但从经济人基本假设，即利益最大化假设出发，为什么就忽略研究何种拍卖制度能够令拍卖者的收益实现最大化，什么才是最优销售机制。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迫切需要经济学者来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小的空白点是，在公共价值拍卖中，西方学者研究了第一价格和第二价格密封式拍卖，以及英国式拍卖中“胜者的诅咒”现象在不同信息条件下发生的概率和程度，却想当然地认为在荷兰式拍卖中就不存在这个问题而不去研究。敝人认为，尽管荷兰式拍卖是从高到低叫价，但在投标人迫切要求得到拍品的情况下，出现“胜者的诅咒”现象也是可能的。
其次,就实验方法本身而言，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错误。任何接触过劳动经济学的学者都知道，人力资本，说白了也就是现实中生活中作为行为主体的个人，其拥有的一个根本的秉赋就是异质性，也就是“个性”，因为每个人都是千差万别的，而实验经济学的实验主体基本上全部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几乎相同的经济人，尽管西方学者通过实验参与者的不同来源进行分类，做了不同的实验研究，但是应该说无论在学生还是专业人士中也存在着异质性，而经济学实验研究中如果把这类人群同质化并不合理。
四、小结

勿需讳言，个人选择实验有助于我们对支持复杂行为理论的假设进行清楚的评价。阿莱悖论已引发对期望效用理论标准极为详尽的研究。例如当彩票经过一个相同结果无关的转换之时，选择主体经常在两套彩票之间改变其偏好。这种偏好不一致性令人困扰之处在于独立原则可能被违反了。

早期实验缺乏财务激励对这种不一致性提供了一个明显的解释。事实上，在其后的研究中，相同形式的悖论行为普遍地出现在提供和不提供财务激励的实验中。例如1989年卡马拉（Camerer），以及1990年巴特利奥（Battalio）、卡格尔（Kagel）和杰瑞雅酷儿（Jiranyakul）实验中出现了阿莱悖论结果；1979年杰瑞瑟（Grether）和布罗特（Plott）实验出现了偏好倒置结果；1992年杰瑞瑟（Grether）的实验出现了非贝叶斯信息处理结果。对这些后期实验的批评家认为，选择主体偏好不一致现象持续出现的原因在于其经验不足，或者这一实验结果本身就不够凸出。例如，在每一决策基础上理性行为所导致的损失只不过是几个便士的问题（见哈里森（Garrison）1989、1990a、1990b的实验）。不管这种批评是否正确，货币激励毫无疑问地影响着选择主体反应的性质。例如在存在货币激励条件下，选择主体在进行彩票选择时更为风险规避（见1990年巴特利奥（Battalio）、卡格尔（Kagel）和杰瑞雅酷儿（Jiranyakul）的实验），并且在处理样本信息时做出了更少的非理性选择（见1992年杰瑞瑟（Grether）的实验）。考虑到我们的兴趣在于选择主体对真实的而非假设的货币激励的反应，在实验中采用明显的货币激励就必不可少了。

使用货币报酬同时也提出了一个方法论问题。事实上，由于我们必须将不一致行为从因财富变动而引起的偏好变化中区分出来。到目前为止，不管是行为的重要性，还是控制财富效应过程的有效性，都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这也是今后有关个人选择理论实验研究的一个值得探索的方向。

除了财务激励效应，对彩票选择行为的研究已经对阿莱悖论偏好不一致性的范围和可能原因得出了一些结论。首先，阿莱悖论的范围较之我们原来所设想的要窄得多。大多数不一致都是在可能三角的边界，诸如在一只彩票包含近于零的结果处被观察到。偏好不一致的原因似乎是对减少彩票复杂性标准的背反，而不是独立性标准。换句话说，由于许多选择主体不能正确地减少复杂的彩票，其反应就容易受彩票选择问题提出的方式和结构影响了，即所谓“框架依赖”。

“框架信赖”在经济学的其他研究领域也曾观察到。当彩票价值通过不同的方法推导出来时，对单一彩票的选择也能导致明显的偏好倒置。相似的，设定于非市场商品（例如清洁空气）的固定价值也受到其定价问题是否按照大多数市场商品的思想方法，如选择主体必须支付若干货币以避免该商品被其他人拿走，或者他至少得为放弃该商品而得到若干货币的补偿这一原则而提出这一重要条件的极大影响。

对个人选择理论实验中观察到的选择主体偏好不一致情况原因的研究是当前西方经济学争议的焦点所在。一些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对实验所观察到的偏好不一致的普遍性深信不疑，其研究重点在寻求对期望效用理论令人接受的修正；另一些人则仍对偏好不一致的重要性持怀疑态度而诉求于将低成本决策错误的效应溶入一个能够解释背反形式的理论中去。更有一部分人对偏好不一致性问题是否存在都存有疑虑而着眼于寻求偏好不一致现象消失的实验环境和（或）激励机制。但是我们认为，就前面所提到的西方经济学实验方法所存在的不足而言，研究个人选择过程中出现的偏好不一致现象原因的研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将心理学、社会学引入经济学，即主观唯心主义角度。毕竟客观决定主观，选择主体自身所具备的客观禀赋，如性别、文化程度、经济状况等方面决定了其思维方式与判断能力。从客观因素角度来寻求偏好不一致性的原因，或许可以建构出一个能够更好地解释不确定性条件下，个人选择过程中偏好不一致问题的模型。这同样也是值得经济学家进一步努力的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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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in West Economics: A Survey and 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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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s reviewed synoptically the origin, history and actuality of the experiment in economics, especially its research results from 1930s through 1990s. Also the paper made comments on the experimental-method itself. The aim of the article is to take further steps to make clear the thread of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and pointing out the possible directions for the futur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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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bsequent research provides even stronger evidence that bids significantly exceed risk-neutral Nash levels. See Cos, Roberson, and Smith(1982) and Cox, Smith, and Walker(1988).


�  See Holt(1980),Riley and Samuelson(1981),and Harris and Raviv(1981).


�  This notion of replication should be distinguished from the conventional use of the term in econometrics. As Roth (1990)notes, the notion of replication in econometrics refers to the capacity to reproduce results with a gives data set. In an experimental context, replication is the capacity to create an entirely new set of observations.


�  The Washington Post(July 5, 1990,p.D1)summarized this consensus: :“In studying government data, everyone from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siness Economists has reached the same conclusion –there are serious problems regarding the accuracy and usefulness of the statistics.”


�  Anyone who is familiar with predatory pricing cases, for example, knows the difficulties of measuring a concept ad simple as average variable cost. Moreover tests for predator pricing (such ad the Areeda/Turner) are operationalized in average-cost father than in more theoretically precise marginal-cost terms, because marginal-cost measures are too elusive.


�  In some instances the use of “relevant professionals” Impedes laboratory performance. Dyer ,Kagel ,and evin(1989)and Burns(1985)find that relevant professionals involved in laboratory markets sometimes attempt to apply rules of thumb, which, while valuable for dealing with uncertainty in the parallel natural market, are meaningless guides in the laboratory. DeJong et.al(1988)report  that businessmen need mire instruction on the use of a computer keyboard.


�  This defense is well articulated by Plott(1982,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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